
立了‘牧者王朝’ ” ;隋唐时期 , 由于气候和暖 , 致使“隋唐

时代为北方游牧民族南进的间歇期” 。(王会昌:《2000 年来

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》,《地理科学》1996 年

第 3期)唐代的农耕区域也在西汉时期的基础上大大往北

推移 ,出现了相当广大的半农半牧地区 , 这些地区的变迁

对王朝的盛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(史念海:《隋唐农牧地区

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》,《唐代历史地理研究》第 250 ～

271页 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)而两宋时期 , 随着气

候的转冷 ,农耕区域往南大大推移 ,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

的冲突也日益剧烈 ,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进 , 压迫农耕民

族纷纷南迁 ,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经济 、

文化中心的南移。

此外 ,一些局部地区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对唐宋文化

的变迁产生过较大影响。 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 、文化中

心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 , 两宋以后迁移到南方的

长江流域地区 ,这和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的破坏有很大的

关系。比如黄河的泛滥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 , 但

唐代黄河处于安流期内 ,虽然也有河患 , 但大多限于较小

的地区 ,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 , 这样才使其南北两侧的

地区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。所以 , 唐代尤其是

唐前期 ,中国的经济 、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

区。到五代和两宋时期 ,黄河频繁泛滥 , 传统的北方黄河

流域经济富庶区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, 由此引发了中国经

济 、文化中心的全面南移。可见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对

中国文化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。

总之 ,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系列明显

的巨大变化 , 这些变化除了政治 、经济 、军事以及历史地

理环境等综合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外 , 唐宋之际的文化面

貌也发生了重大变迁。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封建社会内部

文化面貌上的局部更新 , 还难以称得上是文化类型与文

化模式上的根本转变。因为从社会性质上看 , 唐 、宋同处

于中古封建社会 ,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, 所以不

可能像近现代社会那样发生文化本质和文化类型上的根

本转变。即使如此 , 唐宋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仍然具有

重大的历史意义 , 它伴随着中古封建社会的转折而表现

出来 ,构成唐宋时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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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

王 利 华
(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,天津 300071)

　　若想公允地评估中古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位置

和意义 ,我们的视野就不应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或者隋唐

五代 ,而是应该尽量地“瞻前顾后” 。如果将中古以后的

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 , 我们可以

直观地发现:两者在地理格局 、经济面貌 、社会结构 、典章

制度 、宗教哲学乃至民族气质等方面 ,都有非常显著的差

异。这些差异 , 乃是中古历史变迁的结果。如果站在更

高的层面加以观察 ,我们还可以发现:中古历史变迁并不

是一个完全由社会自行决定的过程 , 不仅仅是社会内部

一些现象衍生或者替代另一些现象 , 诸多生态环境因素

亦曾参与其中 , 甚至发挥了重要的促发和驱动作用。 因

此 ,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来认识中古历史变迁 , 也是

十分必要的。以下仅对中古主要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动以

及连带的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略陈浅见。

一　经济领域的主要变动

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。尽管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

并不总是最凸显于经济方面 , 但经济变动无疑具有基础

性的意义。与汉代相比 ,中古时代的经济发生了哪些显

著变化  如何认识这些变化  我们还应将南北的情况分

开来说。

先说北方。

两汉时期 ,中国基本经济区域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 ,

经济主体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生产。在中古

时代 ,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的主体地位并没有

发生根本动摇 ,但是农牧经济的比重 、畜牧业和种植业的

内部构成都发生了显著变化。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社会性

因素所致 ,而是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动因。

中古时期 ,畜牧业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曾

有明显上升 ,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。具体表现在:畜牧

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 , 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

当繁荣 ,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 ,羊取代猪成

为主要肉畜。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 , 畜牧业复转

衰退。上述这些变动 ,直接地说 , 既与游牧民族的内迁有

关 ,亦与人口密度的升降有关;间接地说 , 则与气候的寒

暖变化关系密切;而这三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。

自东汉后期开始 ,气候逐渐向寒冷转变 ,驱迫游牧民

族逐渐向南迁移 , 因为气候转冷不仅导致草原地区单位

面积的牧草生产量下降 ,从而影响到载畜量和畜产品;而

且寒冷期的酷寒事件比较频繁 ,导致牧群大量死亡 ,牧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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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则是可以肯定的;隋唐以后 , 南北经济发展优势更逐渐

发生了显著易位 ,唐代中期以后 ,东南经济终于成为国家

财政的主要支撑。

由于生态环境不同 ,南方农作结构一开始即与北方旱

地农业有明显的不同 ,这在粮食 、蔬菜 、瓜果以及其他副业

生产方面都有所体现。仅就粮食生产而言 ,南方向以水田

稻作为主 ,司马迁《史记》所云“饭稻羹鱼”可谓简约而精

当。不过在中古时代 ,南方的粮食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些

变化。魏晋南朝时期 ,由于中原人民的到来 , 同样适宜于

南方的麦类在淮河以南地区不断得到推广并逐渐成为仅

次于水稻的粮食作物。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唐代江南已推

广了稻麦轮作复种制 ,但当时这个地区种麦普遍却是可以

肯定的。粮食生产之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 ,是随着饮茶习

俗的发展和普及 ,茶叶生产逐步兴起;尤其是中唐以后 , 北

方人民也普遍饮茶 ,更进一步拉动了南方丘陵山地的茶叶

生产以及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 ,这对于南方丘陵山地的开

发 、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与专业化和跨区域远程贸易的发

展 ,都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。

其实 ,上述这种文化与环境的互动作用 , 不仅影响了

当时南北地区的经济类型和农牧结构 ,而且也影响了当时

的土地 、赋役制度和生产组织方式。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,

经济生产活动采用什么样的组织方式 ,实施什么样的经济

制度 ,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经济传统和生产力水平 , 人口

密度和生态条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。总体上说 ,

自魏晋至于初唐 , 劳动力缺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

题 ,尚未开垦的土地和荒废的耕地则大量存在 , 人地关系

的特点是人少地多 ,这直接影响到当时国家的经济政策和

土地制度。当时 ,中原传统农区荒芜日久 , 土地蒿莱丛生 ,

南方广袤土地或蒹葭千里 ,或林莽郁闭 , 单个家庭耕垦经

营均相当不易 ,在一定时期和某些地区采用国家屯田形式

和通过家族组织开展生产活动 , 具有较大的优势 , 当时国

家屯田和地主庄园经济发达 ,也并不仅仅是由于社会因素

所致 ,江南腹心地带 ———太湖流域之所以在唐 、五代以后

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,实有赖于国家在这里

采用屯田形式长期实行大规模的围湖造田。有关问题情

况复杂 ,不能展开论述。

二　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

如上所言 ,南方地区发展农业经济的生态环境条件更

加优越 ,一旦其潜势得以发挥出来 , 就将超越北土而后来

居上。若论中古历史的种种变化 , 意义之巨者 , 无过于社

会发展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 ,这种变化正是主要由于南

方经济发展所致。这种地理格局的变化 ,并不只是帝国疆

域版图的简单扩大 ,而是一种包括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在

内的全局性的历史变迁。

尽管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中心问题学界向有不同意见 ,

由于各地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 ,人们曾深信不疑的“中

原中心说”不断受到质疑 , 但是汉代以前黄河中下游的社

会经济中心地位乃是不容置疑的。与长江流域及其他地

区相比 , 自夏商至两汉时期 ,黄河两侧不仅人口最多 、经济

文化最发达 , 而且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。对于那

个历史时期 , 我们不妨称之为“黄河轴心时代” 。

汉末以降 , 北方社会长期动荡 ,经济严重衰退 ,黄河中

下游的中心地位亦开始动摇 , 中国历史发展逐渐偏离“黄

河轴心” 。魏晋南北朝时期 , 由于政治分裂 , 南北对立 , 社

会分途发展:北方地区由于内部骚乱 ,继以异族冲击 ,社会

秩序一度全面崩溃 , 尔后又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逐

渐重整。在此期间 , 政治上胡汉民族上层由互相对抗 、疑

忌而逐渐合流;经济上农耕与畜牧彼此消长 , 经济制度全

面革易;社会生活和民俗风尚方面则“胡风”与“汉俗” 错

杂 、交流。经过数个世纪的冲突和交融 , 终以新的姿态进

入新一轮的统一时代。在南方地区 , 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

移入和仍以正统自居的偏安王朝的建立 , 成长于中原的汉

族文化不断流播和扩散 , 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

逐渐被打上了永不磨灭的“中国”烙印。分裂近四个世纪

的南北社会 , 由于各自独特的自然和文化环境 ,呈现出不

同的特征和气质。

公元 6 世纪末 , 中国南北重归一统。以长安 、洛阳为

中心的北方地区逐渐恢复了两汉的繁荣 , 在政治上保持着

对南方的控驭地位 , 社会发展的地理格局似乎又回归到了

“黄河轴心” , 但实际情况较之两汉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,

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人口分布格局变化显著———南

方人口稳定增长 , 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

升 , 中唐以后逐渐超过了北方。二是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

变化———经过六朝数个世纪的开发 , 南方经济持续发展 ,

逐渐达到了与北方并驾齐驱的水平 , 长江中下游融为冀朝

鼎所谓“基本经济区”的一部分。中唐以后 , 由于“安史之

乱”和“藩镇割据”的影响 ,南方已然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

支撑 , 至北宋以后则牢固地确立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。

三是南方的政治和文化形象发生明显改变———虽然政治

和文化中心仍旧在北方 , 但南方已不再被视为“被发文身”

的蛮獠之地 , 政治地位也持续上升。不仅如此 , 唐代以后 ,

曾受中原文化哺育的南方地区 , 在若干方面已开始了对北

方的“文化反哺” , 给后者增添了南方色彩 ,大则陈寅恪 、唐

长孺所谓的唐代“南朝化” , 小则饮食由热衷于“胡食”转为

钟情于“南味” , 都反映了这一点。从总体上说 , 经过中古

时期的发展 ,“中国”已经由黄河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 ,

南北社会的沟通和整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,大运河就

是最好的历史见证。

中古时代由于南方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地理格局的变

化 , 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,远非只是扩大了“中国人”的地盘。

它对后世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, 有些影响一直持

续到了当代。比如 , 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“错位” , 正

是初步形成于这一时期。这种错位与高度的中央集权相

结合 , 导致大规模的“南粮北调”和“南赋北运” ,这个局面

持续了一千多年。发生在不同区域之间 、持续时间如此久

远并且差不多完全是单向性的巨额能量流动 , 在世界历史

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, 其给中国历史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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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影响 ,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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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

吴 丽 娱
(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 ,北京 100732)

　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, 有关国家体制的庙堂之礼和人

民生活中恪守的行为规范是同时并存而交相影响的两种

礼仪。前者曾因备受统治阶级重视而在历代不断修订 ,

并成为人们重点考察的对象 , 后者却似乎由于没有进入

朝廷的统一规制而往往被忽略。清人皮锡瑞指出 , 历朝

定礼除了郊庙祭祀有附会古制 、实际也可斟酌变通的内

容外 ,“其他一切典礼 , 以及度数仪文之末 , 皆可因时制

宜。后世于王朝之礼 , 考订颇详;民间通行之礼 , 颁行反

略” 。(《经学通论》卷三《论王朝之礼与古异者可以变通民间通

行之礼宜定划一之制》, 中华书局 1998 年再版)仅从正史人们

确乎很难了解两者是如何进行交叉 、民间礼仪又是通过

怎样的形式传播和体现的。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, 至少

中古时期民俗礼仪和朝廷所定五礼是相形并重的。敦煌

书仪的出现 ,使我们找到了其时朝廷礼制和民间仪范相

互沟通的媒介。

书仪 ,顾名思义是写信的范本 , 但它的内容却远远超

出了写信的范围。敦煌书仪的重要性 , 就在于它不仅通

过记载各类书范格式和相关婚丧嫁娶 、亲朋往还 、官场酬

应等种种细微内容展示了由朝廷到民间不同层次 、不同

场合的礼仪规范和需要 ,而且由于不同时期书仪类型 、重

点和内容倾向的变化 , 清楚地反映了中古转型时期社会

人文心理的变迁。王重民先生指出 , “书仪随时代礼俗而

变迁 ,故诸家纂述 , 不能行之久远”(《敦煌古籍叙录》卷三《子

部上 书仪》,商务印书馆 1958年版);周一良先生则根据晁

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八所录宋胡瑗《吉凶书仪》中所称

“其书略依古礼 , 而以今礼书疏仪式附之”认为 , “随着时

代的进展和社会风习的变化 , 即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,

各时期流行的书仪也不相同” 。(《书仪源流考》,收入《唐五

代书仪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)书仪必须随社

会礼俗作相应调整 ,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, 实现和完成它

引导民众的功能 ,这是书仪制作不断变化的原因 。

在敦煌书仪中 , 出现了朋友书仪 、吉凶书仪 、表状笺

启书仪三种不同的类型。这三类书仪从魏晋南北朝都能

找到渊源。其中朋友书仪的前身是魏晋时期的月仪 , 吉

凶书仪在南北朝已是世家高门的独擅之作 , 而魏晋宋齐

交战之际汇合记室表笺的文集可以认为是表状笺启书仪

的滥觞。三种书仪虽然都在唐朝出现和使用 , 却带上了

不同的时代烙印。

三种书仪中 , 吉凶书仪是综合礼仪名目最多最强也

是惟一一种在唐朝前中后期都能见到的类型。这类书仪

在《隋书 经籍志》和《新唐书 艺文志》中都是被放在史

部仪注类中 ,与历朝官修五礼及其他相关著作并列 , 以明

其礼书地位。《新唐书》所载吉凶书仪只有郑余庆 、裴 、

裴度及杜友晋书仪等数家 , 但敦煌却发现有来自唐早期 、

开元 、天宝 、贞元 、元和 、大中和其他晚唐五代的吉凶书仪

十数种 ,这些远比传世史料记载丰富 、具体的吉凶书仪各

有特色。尽管我们已经知道 , 一件完整的吉凶书仪应当

包括面向朝廷(主要是上皇帝 、太子的吉凶表状和朝廷仪

制)、官场(官员礼仪和往来书状)和民间(亲属友朋吉凶

书信与婚丧礼仪)三个层次的内容 , 但是它们的比重在不

同时期却有区别。唐早期乃至开元时代的吉凶书仪明显

看得出是以家族的婚丧礼仪为中心的。例如 P. 4024 唐

早期(贞观以前 )书仪 , 除了“ 年叙凡例” 内容之外 , 残存

子目还有“丧服仪” 和“服衣仪” , 其中丧服仪是包括内 、

外 、妇族亲属在内的五服制度 ,而服衣仪则是斩衰三年以

下的丧服衣制。 S. 1725 唐前期(高宗时代 )书仪同样有

着以内 、外家族为中心的斩衰以下服制和“九族省吊奔丧

法”以及婚姻六礼的程序与内容。与之相应 , P. 3442 开元

时代杜友晋的《吉凶书仪》完全以内 、外族吉凶书疏为主 ,

其中吉书仪(包括通婚书)残存 23 首 , 而凶书仪中内外

族 、妇人所用及祥 、冥婚 、迁葬等凶仪共 60 首 , 占全部

凶仪数量的 60%以上。稍晚些的杜氏《新定书仪镜》(P.

3637 等)残存内 、外族吉仪 36 首 , 凶书仪 83 首 ,虽然书仪

内容并不完整 ,但可以看出围绕家族吉凶也是其重心所

在。这样的一种传统虽然在天宝时代《书仪镜》(S. 329+

S. 361)一类书仪中似乎已因官员往来书疏的大量出现而

有所减弱 ,但到郑余庆元和《大唐新定吉凶书仪》中却又

被有意重申 , 在其总计 30 种仪目中 , 属于家族礼仪性质

的内容仍占一半左右 , 除了内外族吉书 、凶书 、婚礼和凶

礼仪注 、口吊仪礼 、祭文 、丧制服制外 ,还出现了特别体现

大族家规的“门风礼教”一目 , 反映了元和时代唐廷在整

顿秩序的同时力图恢复旧礼仪规的努力。

唐朝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 , 在国家权威

至上而又能够统治地方的时代 , 书仪是通过突出皇帝和

朝廷礼制的内容来体现的 , 如 P . 3900 书仪(武则天时

期 )在“笺表第二”的残存部分有庆正冬 、庆[ 祥] 瑞 、庆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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